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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健康的概念被視為不僅是沒有心理疾病，而且必須是同時擁有心理健康的一種完整狀

態。教師心理健康狀態，長期以來備受各界所熱衷探討的關鍵議題。本研究旨在了解巔峰型教師

的樣貌，探究圓滿幸福、知覺工作壓力、靈性幸福感及心理健康之關係。本研究為橫斷性研究，

採用問卷調查法，隨機抽樣兩批全國中小學教師，共獲得 2,400 名有效樣本進行調查。問卷內容

包括主觀幸福感短版量表、圓滿幸福量表、靈性幸福感量表、臺灣憂鬱情緒量表。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構方程式模型等分析。研究發現：（1）大多數教師的心理疾病程度

偏低，但仍有 9.8%的中小學教師群，係屬於幽谷型的心理健康狀態類型；（2）「掙扎型」，共 1

人（0.1%）、「徬徨型」，共 5 人（0.2%）、「混亂型」，共 54 人（2.3%）、「奮戰型」，共 50 人（2.1%）、

「大眾型」，共 240 人（10%）、「愁善型」，共 316 人（13.2%）、「顛峰型」，共 520 人（21.7%）、

「滿足型」，共 978 人（40.8%）、「幽谷型」，共 236 人（9.8%）。（3）巔峰型教師比起幽谷型教師

具有較佳的靈性幸福感、圓滿幸福、知覺較低的工作壓力負荷；（4）巔峰型教師的靈性幸福感在

圓滿幸福與憂鬱間扮演調節的角色；（5）巔峰型教師的主觀幸福感在知覺工作壓力與憂鬱間扮演

中介的角色。整體而言，巔峰型教師比其他類型教師，具有較好的心理健康狀態與特質。最後依

據本研究的發現，提出未來研究的具體方向與相關限制。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知覺工作壓力、圓滿幸福、巔峰型教師、靈性幸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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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教師心理健康的狀態有哪些類型與特質，一直是國內學術界與實務界所熱衷探討

的關鍵議題之一（李新民、陳密桃，2006；李新民、陳密桃、謝青曇，2007；陳密桃、李新民，

2007）。在過去二十多年裡，心理健康研究議題的發展備受重視，尤其在正向心裡學興起後，心理

健康不再被看成沒有疾病而已，而是「同時擁有心理健康和沒有心理疾病的症狀」，其內涵即是混

合了高度情緒、心理和社會幸福感（即具有高度的「主觀幸福感」），以及目前沒有心理疾病等症

狀（即具有低度的甚或不具有「憂鬱傾向」）的一種併發症。這種全面心理健康的人，又被稱為「巔

峰型」（flourishing type）的人，他不僅會展現高度的情緒活力（如：顯現出高度的快樂和滿足感），

同時在心理和社會機能上亦表現十分良好，並且在近一年內也沒有任何心理疾病纏身（Keyes, 2002, 
2003a, 2003b, 2005a, 2005b; Keyes & Haidt, 2003）。 

近期心理健康不再被看成只是沒有疾病而已，更是被視為同時擁有心理健康和沒有心理疾病

症狀的一種完整狀態（complete state），以及「缺乏心理的健康就不算是健康」（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的概念（Keyes, 2002, 2005a, Keyes, & Lopez, 2002）。此外，關於心理健康分析的方

法，除了過往從單一向度進行評斷外，另外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心理健康是否存有不同的類型？從

過往實徵調查可證實，心理健康不僅只有一種類型，而是有九種類型（余民寧，2015）。 
余民寧擴充了 Keyes（2002, 2003a, 2003b, 2005a; Keyes & Haidt, 2003）等人原先的理論模型，

進而從中延伸並提出九種不同的心理健康狀態理論模型，同時以全國中小學教師樣本為對象進行

分類。分類結果發現，屬於全面心理健康類型的高幸福低憂鬱（巔峰型）教師，約僅占四分之一

不到（24.4%）的中小學教師人口數；相對地，非「全面心理健康」類型狀態（含「幽谷型」、「大

眾型」、「愁善型」、「掙扎型」、「徬徨型」、「錯亂型」等），約占十分之三強的中小學教師人口數。

這些差異類型人口分佈背後的成因為何、該如何實施有效的介入方案以增進教師心理健康、甚至

該如何採行有效的防範措施以降低憂鬱情緒程度等問題，在鐘珮純、余民寧、許嘉家、陳柏霖、

趙珮晴（2013）的研究已發現，若要提升教師的主觀幸福感（心理健康），應促進其擁有愈多的正

向生活事件，正向生活瑣事是教師從「幽谷型」邁向「巔峰型」的心理健康狀態之主要預測因子。 
過往亦有研究針對全國中小學教師進行二波的追蹤調查，二波的調查結果皆指出，教師這項

職業多半分布在「中幸福低憂鬱」（滿足型）的心理健康狀態（余民寧、陳柏霖，2012）；雖然教

師在教學現場充滿著正負向壓力與問題，但大致說來，教師的正向情緒可能大於負向情緒的狀況

居多（余民寧、陳柏霖，2016，2017），因此多數分布在「中幸福低憂鬱」的心理健康型態。 
從上述實徵研究的回顧可知，目前中小學教師屬於「滿足型」的心理健康狀態占多數，如何

協助「幽谷型」的不完全心理健康狀態提升到「顛峰型」的完全心理健康狀態？從「幽谷型」邁

向「顛峰型」的過程中，有哪些因素具有預測作用？都是教育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可以繼續深入

探討的。 
一位「巔峰型」的教師，具有高度的主觀幸福感，以及沒有心理疾病等症狀，亦即具有完全

心理健康狀態。根據過往研究（余民寧、陳柏霖，2012），比較「顛峰型」與「幽谷型」兩類不同

心理健康的教師，共同的是日常活動最少受到健康因素的限制、最少請假與曠職；不同的是，相

較於「幽谷型」是不完全的心理健康狀態，「顛峰型」教師具有最健康的心理機能（如：低度無助

感、明確生活目標、高度復原力、和高度親密行為等）。陳柏霖、何慧卿及高旭繁（2016）以巔峰

型新生為對象發現，心理資本與主觀幸福感在學校生活適應與憂鬱間扮演中介角色。因此，究竟

是什麼因素導致「顛峰型」與其他類型教師明顯的區別呢？是本研究所關注且希望深入探討的重

點。 
而依據教育部（2015）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資料來看，我國 2014 年教師工作時數，其淨

教學時數，國小與國中教師為 640 至 800 小時、高中教師是 560 至 720 小時，遠比一些國家高（如

日本各 731、602、510 小時；俄羅斯各 561、483 小時），由此可見我國中小學教師普遍工作時數

較長。余民寧、許嘉家及陳柏霖（2010）發現，教師下班後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數達 3 個

小時以內及以上，其憂鬱情緒越強。國內教師工作時數過長有一些原因，可能因教育政策的變革

使得教師普遍存在壓力，而學生問題、家長問題或人（同）事問題的壓力，都是教師知覺的工作

壓力源（劉惠嬋、胡益進，2014）；尤其現今家長對子女在教育比過往投入，親師間的互動越頻繁，

產生摩擦與爭執的機會也就越來越高，以致於親師衝突事件時有所聞（林錦華，2015）。教師若具

有自我調節對壓力的因應，其所知覺工作壓力來源（如同事（人）問題、學生行為、家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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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能因本身較高的自我調節而扮演好經師與人師的角色，反之亦然，教師工作壓力程度的高低將

取決是否處在巔峰型的心理健康狀態，本研究擬加以探討。 

文獻探討 

一、心理健康類型 

關於心理健康的類型，余民寧、陳柏霖、許嘉家、鐘珮純、趙珮晴（2012b）評閱文獻，以「主

觀幸福感量表」做為心理健康的測量指標，以「臺灣憂鬱情緒量表」做為測量心理疾病的指標。

這九種不同心理健康狀態類型的理論模型，即是根據這兩種測量向度（各分成高、中、低三種水

準），將完整的心理健康狀態區分成九種類型狀態（Huppert, 2005, 2009; Keyes, 2002, 2003a, 2003b, 
2005a, 2005b, 2007）。以下加以說明： 

（一）「錯亂型－低幸福高憂鬱」 
係指混合了低度的主觀幸福感狀態，以及具有某種被診斷出的心理疾病的一種狀態，屬於完

全心理疾病狀態，稱作「錯亂型」。 
（二）「徬徨型－中幸福高憂鬱」 
目標與理想有差距，致使生理出現症狀，稱作「徬徨型」。 
（三）「掙扎型－高幸福高憂鬱」 
好比是一位具有嚴重酗酒問題，但卻還能在工作上具有高機能的表現者，稱作「掙扎型」。 
（四）「愁善型－低幸福中憂鬱」 
個人在生活中會感到空虛、停滯，覺得自己不太幸福，稱作「愁善型」。 
（五）「大眾型－中幸福中憂鬱」 
個體有時可能會感覺憂鬱的情緒，但在生活上有時又覺得滿足，且心理和社會運作機能維持

中等水平，稱作「大眾型」。 
（六）「奮戰型－高幸福中憂鬱」 
在生活中體驗大量愉快情緒，滿意自己的生活，自己有明確的生活目標，能與他人建立和諧

關係；但可能生活中遇到壓力，有時會伴隨無力感、凡事往壞的方向想，稱作「奮戰型」。 
（七）「幽谷型－低幸福低憂鬱」 
沒有任何心理疾病纏身，但是卻具有低度主觀幸福感狀態，屬於不完全心理健康狀態，稱作

「幽谷型」（languishing type）。 
（八）「滿足型－中幸福低憂鬱」 
在生活中，瞭解到自己存在的意義，期望生活幸福，但有時可能會因生活事件而出現些微擔

心、煩惱、身體疲憊、或有壓力負荷的感覺，稱作「滿足型」。 
（九）「顛峰型－高幸福低憂鬱」 
具有高度的主觀幸福感，以及目前沒有心理疾病等症狀的一種狀態，亦即具有完全心理健康

狀態；沒有心理疾病纏身，並且具有高度的情緒活力和積極的心理與社會運作機能，稱作「顛峰

型」（flourishing type）。 
余民寧與陳柏霖（2012）認為，從實務應用面來看，對於「幽谷型」教師的預防與治療問題

是教育領域可著墨之處。因此，本研究希冀透過對「顛峰型」教師樣貌的深入探討，進而找出從

「幽谷型」的不完全心理健康狀態邁向「顛峰型」的完全心理健康狀態的過程中，哪些因素具有

決定性的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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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圓滿幸福意涵 

圓滿幸福（flourishing）一詞由 Seligman（2011）所提出的有別於「真實的快樂理論」，此新

理論有五個元素，分別有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全心投入（Engagement）、正向人際關係

（Relationship）、意義（Meaning）和成就（Accomplishment），縮寫為 PERMA。在國內有研究者

將 PERMA 理論本土化，從半結構式訪談中歸納結果，並進行量表的編製，提出五項圓滿人生要

素，包括正向情緒、全心投入、意義認同、勝任要求、及樂天知命（陳柏霖、余民寧，2017）。 
自從 Diener 研發「生活滿意度量表」（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後，隨後經過

多次修正，Diener 改良研發出短題本的「正負向經驗量表」，可被用來測量人們的正向與負向情感。

這些量表與快樂理論，後來也被許多學者陸續修正延伸發展成為一項有關幸福感概念的量表－「歐

洲幸福感量表」（European Well-Being Scale）（Diener & Biswas-Diener, 2008; Diener, et al., 2009; 
Diener, et al., 2010; Huppert, et al., 2009; Huppert & So, 2013），也被稱做「圓滿幸福量表」（Flourishing 
Scale, FS）。該量表包含兩個因素，即正向情緒和正向機能（positive function）。對於一位「顛峰型」

人而言，他或她會被期望具有很多的正向情緒，以及擁有較高的正向機能。因此，「圓滿幸福」即

是這種有關幸福感理論的新興概念。本研究採 Huppert 與 So 的觀點，做為圓滿幸福的內涵基礎。

茲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正向情緒 
Seligman（2011）認為，正向情緒是真實的快樂理論中的第一個要件；正向情緒是個體面對情

緒對象（人、事、物）時所呈現的正面評價，一般在愉悅的氛圍下產生較彈性的非特定行動傾向

（李新民，2010）。Abbe、Tkach 及 Lyubomirsky（2003）提到，快樂的人比不快樂的人，傾向用

正向思考面對問題；快樂的人在決定事物的過程及自我投射時，傾向正向的認知，對情境及人們

都給予較正面的評價。過往研究發現，在正向情緒的體驗下，思考－行動的功能，將可建立持久

性的個人資源，最後轉化個人產生向上循環的正面力量（Fredrickson, 2005）。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

並非在同一個向度上，而是兩個不同的構念，兩者之間有負相關但相關不強（Diener, Smith, & Fujita, 
1995）。有正向比值大於等於 3 以上的教師，確實比正向比值小於 3 以下的教師，具有顯著較高的

主觀幸福感、正向因應策略與顛峰幸福感，同時也擁有顯著較低的憂鬱情緒（余民寧、陳柏霖，

2016）。 
（二）正向機能 
快樂並非生活最佳經驗的全部，Ryff 與 Keyes（1995）發現，獨立自主、環境掌控、生活目標、

自我接納、與他人建立積極關係、以及個人成長，這些都是重要的積極心理機能，與個人幸福感

具有關聯。在心理層面之外，Keyes（1998）表示人是不可能逃脫這整個社會而獨立的，因此，認

為主觀幸福感的層次應該另行包含對社會的挑戰和任務，其認為心理幸福感是立基於個人的準則

來評斷個體本身的機能，而社會幸福感則是以公眾與社會準則來評量自我在生活的機能。據此，

Keyes 乃延伸提出五個向度的社會幸福感測量概念，他認為社會幸福感應該包括：社會統整、社會

接納、社會貢獻、社會實現及社會一致性的概念（Keyes, 2002, 2005a）。正向心理學旨在探討生命

體的最佳機能（optimal functioning），讓人們知悉生命體的最佳機能，其泉源、組織、機制、和結

果為何，成就個體的長處和美德，以促進人類有更好的生活（黃文三，2009）。 

三、靈性幸福感意涵 

靈性幸福感（spiritual well-being）一詞在國內各領域的翻譯不同，醫護領域稱為「靈性安適」，

有的則譯為「精神福利、精神效益、或靈性平安」（楊鈞典、顏效禹、陳瑞娥，2010；李佳純、于

博芮、黃秀梨，2006；Bensley, 1991）。然而，well-being 有幸福感之意，為一種快樂、富足與健康

的狀態（Webster, 2009），因此本研究將其譯為「靈性幸福感」，以較符合原文字面的意義，亦與本

研究所持的觀點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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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性幸福感乃是指個人擁有健康且完整的內在資源、瞭解自己及其他萬物的存在價值、有指

引生活目標的中心信念、明白個人及社會互動下所產生的人生意義（Moberg, 1979）。Fisher（1998，

2010）提出靈性幸福感模式，認為包括個人、團體、環境、和超然四個向度的靈性幸福感。（一）

個人：指的是個人生命的意義及目的，在生活中的喜悅，而提供實現自我的內在驅力。（二）團體：

指的是能真誠的對待任何的對象（如自我和其他人），涉及道德、文化和宗教，包括愛自己也愛別

人、對別人的寬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內心的平靜、及對別人的關懷和外在的連結。（三）環境：

指的是對大自然的讚嘆及融合的感覺，天人合一、與環境的和諧性。（四）超然：指的是一些關係

自我的事情，超乎人類的水平（即超自然的結合，終極關懷，超越現在或神），這涉及到對信仰的

崇拜，及宇宙的神秘感受等。上述這四個向度的內容，是測量靈性幸福感的主要構面，然而考量

文化與國情的不同，本研究編修成適合國內的靈性幸福感評估量表，使其測量的題目能更貼近國

內的用法，減少測量的誤差。 

四、主觀幸福感意涵 

主觀幸福感是反映出個人對於生活的整體正向感受與評價，是一種認知層面及情緒層面的評

價（Diener & Lucas, 1999）。Keyes（2002, 2005a, 2005b; Keyes & Waterman, 2003）將主觀幸福感定

義為：「個人以其情感狀態、心理及社會機能觀點，來對其生活進行主觀的覺知和評估」。本研究

即根據相關論點（Keyes, 1998; Keyes & Ryff, 1999; Keyes & Shapiro, 2004; Ryff, 1989, 1995; Ryff & 
Keyes, 1995）提出，主觀幸福感包括情緒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所謂的「心理幸福

感」強調，個體在個人領域面對生活挑戰時，有意義的生活和自我潛能的實現，包括：獨立自主、

環境掌控、生活目標、自我接納、與他人建立積極關係、個人成長（Keyes, 2002, 2005a; Keyes & 
Waterman, 2003; Ryff, 1989）。「社會幸福感」則主要關注個體在社會領域的社會關係和社會任務，

表示個體在社會關係中的好壞程度，包括：社會統整、社會貢獻、社會接納、社會實現，及社會

一致性（Keyes, 1998）。「情緒幸福感」指的是個體生活中情感的體驗，情緒幸福感來自於生活的

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之總和，包括覺察生活滿意與公認快樂。 
余民寧、鐘珮純、陳柏霖、許嘉家、趙珮晴（2011）的研究顯示，為了能夠避免憂鬱情緒的

產生或設法降低憂鬱傾向的程度，教師們必須要擁有對自我生活的正向評價與快樂感受，亦即，

良好的主觀幸福感。Robitschek 與 Keyes（2009）曾驗證 Keyes（2002）所提出的心理健康模式進

行驗證，結果發現心理健康是由心理、社會和情緒及其分支維度（sub-dimensions），證實心理健康

是多向度的。 

五、憂鬱情緒意涵 

「憂鬱」可以是一個描述情緒的現象，稱之為憂鬱感（depressive feelings），也可以是表示生

理和心理上的一種偏差或是一種心理疾病，稱為憂鬱症（depression disorder）（Rutter, Izard, & Read, 
1986）。過去研究大多從生理或情緒層面加以判斷人們是否有憂鬱傾向（如李昱、楊明仁、賴德仁、

邱念陸、周騰達，2000；林家興、陳玉芳、葉雅馨、徐佳玲、孫正大，2008；葉雅馨、林家興，

2006），然而從「全人取向的醫治方式」觀點，患者需在認知、情緒、身體及人際層面上瞭解憂鬱

症狀，並針對個人獨特的情況設計專屬的醫療方式（AHMA, 2005; Jantz & Mcmurray, 2003）。以「認

知」向度而言，是指憂鬱症者可由其對自我、世界、及未來等方面看法所使用的形容詞可知，其

用語多半偏向負面的、消極的特徵描述；從「情緒」面向來看，憂鬱症本身即被歸類為一種情感

性疾病（affective disorder），憂鬱情緒是指長期的憂傷、焦慮、罪惡感、羞辱感和沒有希望、憤怒、

沮喪等感覺（Jantz & Mcmurray, 2003; Peeters, Nicolson, Berdhof, Delespaul, & deVries, 2003）；而「身

體」面向，則是根據 Jantz 與 Mcmurray（2003）依據醫學上的診斷，認為憂鬱症患者可以從身體

上的症狀尋得；最後，則是「人際」面向，憂鬱症患者通常會報告出有較多的生活壓力事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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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那些因為個人特質或行為所引起的人際互動而產生的生活壓力事件（Hammen, 2006），導致在

人際關係上的互動困難，可能會阻礙患者的治療效果（Puschner, Kraft, & Bauer, 2004）。因此，若

能檢視人們在認知、情緒、身體、和人際關係等各個向度的數據，就能從中瞭解憂鬱症的發生，

做為分析憂鬱症狀的依據。 

六、靈性幸福感可做為圓滿幸福與憂鬱情緒間的調節角色 

Pargament 與 Mahoney（2002）從積極的觀點出發，將靈性層面視為是當事人可以用來主動因

應困境的個人優勢特質（strengths）。靈性幸福感是人類現存生活和環境間互動經驗的綜合體，唯

有人們學會超越客觀幸福與主觀幸福層次，追求心靈上的「內在平靜」，以獲致「生命圓滿」的境

界時，個體的靈性才能夠成長（余民寧，2015）。北美護理學會（North American Nursing Diagnosis 
Association, NANDA）（1999）提出的護理診斷，對於促進靈性幸福感潛能（potential for enhanced 
spiritual well-being）的定義為：「靈性健康是個體經由調和的互相聯絡，發自於內在的力量，以使

個體發展和擴展奧秘的過程」。過往研究發現，靈性的介入有調節內在宗教性和憂鬱症之間的關

係，而且可降低憂鬱症患者意義與寧靜的感覺（Nelson et al., 2009）。Young、Cashwell 及 Shcherbakova
（2000）研究結果發現，靈性在負向生活經驗與憂鬱及焦慮間扮演調節作用，其調節效果憂鬱比

焦慮強。至於，靈性幸福感在功能性困難與憂鬱間扮演調節角色（Dennis, Gitlin, Winter, & Chee, 
2005）。綜合上述的理論假設與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試著推論教師的靈性幸福感在圓滿幸福對憂

鬱情緒之影響，扮演調節角色。 

七、主觀幸福感可做為知覺工作壓力與憂鬱間的中介角色 

中小學教師由於工作特性，其所面對的壓力來源有多種因素，包括學生問題、家長問題、同

事問題（王沂釗，2004；余民寧、陳柏霖、許嘉家，2010；郭生玉，1994；劉焜輝，1984；羅寶

鳳，2004；Chaplain, 1995; Hung, Lin, & Yu, 2016），這些工作壓力是個體和工作環境互動時所產生

的結果，一旦教師承受較多的工作壓力，使人們產生一種被壓迫、緊張甚或不舒服的狀態，也可

能因而降低工作滿意度（Katz, 2015），增加職業倦怠（黃寶園，2009）。黃寶園（2015）以後設分

析發現，教師的工作壓力負荷顯著高於專業壓力，而專業壓力顯著高於人際壓力。教師所知覺的

工作壓力源自於負面的環境因子、角色衝突、與同事人際關係及學生的態度行為等問題有所關聯，

進而引發生活或健康上的變化（Emma & Sarah, 2006）。倘若教師長期處於高度壓力的狀態下，將

產生 Brouwers 和 Tomic（2000）所稱的情緒耗弱現象，導致教師自我效能的降低以及班級經營能

力的下降；教師若能採取面對壓力的因應策略有助於降低工作壓力感受（陳瑋婷，2011；Zedan, 
2012）。從職場健康心理學的觀點，如何促進高效能教師將教育工作做為志業，必須從教師個人出

發，探討如何降低知覺工作壓力負荷，有助於「幽谷型」（低幸福感低憂鬱）的教師邁向「巔峰型」

（高幸福感低憂鬱）的心理健康狀態。 
過往研究指出，「幽谷型」教師與「顛峰型」教師（高幸福感低憂鬱）所知覺的負向生活瑣事，

不具有顯著差異，而所知覺的正向生活瑣事，則有顯著差異（鐘珮純等人，2013），且具有高度主

觀幸福感的人，通常其憂鬱程度很低，甚至可以緩和因為超時工作所產生之壓力負荷對憂鬱的負

面影響（余民寧等人，2010；余民寧、陳柏霖、許嘉家、鐘珮純、趙珮晴，2012a；Hung, et al., 2016）；

教師們的主觀幸福感在憂鬱傾向與正向因子（健康行為與評價性支持）之間扮演著中介機制（余

民寧、鐘珮純、陳柏霖、許嘉家、趙珮晴，2011）。教師所知覺的工作壓力感受會改變正常人的身

心狀況，當教師評估潛在的壓力源對主觀幸福感有威脅時，那麼潛在的工作壓力將會轉變成具體

的壓力（Moracco, & McFadden, 1984），這時主觀幸福感（其中包含情緒、心理、以及社會幸福感

三種子因素）扮演促進心理健康的一項保護因子（陳柏霖、洪兆祥、余民寧，2014；Sin & Lyubomirsky, 
2009; Snyder & Lopez, 2007）。主觀幸福感（正向的自我生活中情緒狀態的覺知與評估）即是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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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心理運作的重要評估機制之一（Diener & Lucas, 1999）。就如同過去研究指出，重要他人給予

的社會支持，會提升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因而減緩壓力感受（Cutrona & Troutman, 1986）。綜合上

述的理論假設與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試著推論個體主觀幸福感在各種行為因素對憂鬱傾向的影

響之間，扮演者中介的角色。 
本研究基於上述動機與文獻評閱結果，擬針對中小學教師的全面心理健康狀態進行調查，各

構念之間的關係如下圖 1，且待答問題如下：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一）瞭解教師在全面心理健康狀態的分布情況為何？ 
（二）比較「巔峰型」與「幽谷型」教師在靈性幸福感、圓滿幸福、知覺工作壓力負荷之差

異情形？ 
（三）探討巔峰型教師的靈性幸福感是否在圓滿幸福與憂鬱情緒間扮演調節角色？ 
（四）探討巔峰型教師的主觀幸福感是否在知覺工作壓力負荷與憂鬱情緒間扮演中介角色？ 

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抽樣之目標母群，主要是鎖定在國小、國中、高中、高職等層級的全國教師，依據各

層級學校之學校數，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按照各層級學校所占比率（教育部，2013），抽取國小 348
所、國中 121 所、高中 45 所、高職 20 所，共 534 所學校，每學校抽樣四位教師，共計抽取 2,136
名教師，回收之有效樣本數為 1,160 人，回收率 54.3%。在排除遺漏值部分後，性別部分，女性受

試者 631 人（45.6%），男性受試者 528 人（54.4%），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學歷者最多，為 600 人

（51.9%），其次為碩士，共 542 人（46.9%）。 
第二批抽樣比照第一批受試者的抽樣調查，選取各學校層級及各縣市未被抽樣之教師，進行

調查，其回收之有效樣本數為 1,240 人，回收率 58.1%。在排除遺漏值部分後，性別部分，女性受

試者 735 人（59.2%），男性受試者 504 人（40.6%），教育程度方面以碩士學歷者最多，共 650 人

（52.6%），其次為大學，共 575 人（46.5%），如表 1 所示。 

 

 

 

工作壓力 憂鬱情緒 主觀幸福感

靈性幸福感

正向機能 

正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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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各縣市、各學校層級教師有效樣本分佈－覽表 

 
縣市 

學校層級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無法辨別 合計 
基隆市 13/15 00/60 00/00 0/0 1 014/210 
臺北市 58/34 15/29 06/90 9/9 8 096/810 
新北市 74/61 28/19 07/50 2/1 1 112/860 
桃園縣 56/75 18/24 07/80 0/1 3 084/108 
新竹縣 11/32 05/80 01/20 0/0 2 19/42 
新竹市 03/12 01/30 00/00 1/3 0 05/18 
苗栗縣 40/57 03/17 01/30 4/2 3 51/79 
臺中市 82/72 27/26 11/90 3/3 7 130/110 
彰化縣 57/51 14/22 02/50 0/0 3 76/78 
雲林縣 48/68 18/60 01/00 2/0 4 73/74 
嘉義市 00/13 01/00 03/00 0/0 0 04/21 
嘉義縣 23/41 07/51 00/10 2/0 2 34/47 
南投縣 40/45 16/70 01/40 0/0 1 58/56 
臺南市 60/71 20/19 14/12 6/7 6 106/106 
高雄市 44/52 20/21 10/12 9/9 4 87/94 
屏東縣 46/45 16/90 05/00 0/5 2 69/59 
宜蘭縣 24/21 05/50 04/00 2/0 0 35/26 
臺東縣 19/26 07/20 00/10 0/0 2 28/29 
花蓮縣 34/12 07/20 00/00 0/0 3 44/14 
金門縣 05/11 00/40 00/30 2/0 0 07/18 
連江縣 03/30 01/00 00/00 00/00 0 04/30 
澎湖縣 08/80 03/50 00/00 00/00 1 12/13 

無法辨別 07/00 03/00 01/00 01/00 0 12/00 
合計 755/825 235/239 74/74 43/45 53 1,160/1,183

註：第一批樣本／第二批樣本（單位：人） 

二、研究工具 

（一）知覺的工作壓力負荷來源之測量 
知覺的工作壓力負荷（Perceived Work Stress, PWS）之測量，係問卷中背景資料中的三題：「開

學至今，您在處理學生問題的壓力負荷感受如何？」、「開學至今，您在處理家長問題的壓力負荷

感受如何？」、「開學至今，您在處理同（人）事問題的壓力負荷感受如何？」。選項有四個，分別

為勝任無壓力、略感壓力、有些沈重、無法負荷。為單選題。資料登錄時，勝任無壓力登錄為「1」，

依此上推，無法負荷登錄為「4」。 
（二）主觀幸福感量表（短題本） 
主觀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SWBS）係參考余民寧等人（余民寧、謝進昌、

林士郁、陳柏霖、曾筱婕，2011）所編製原始 39 題的量表，擷取其各向度中因素負荷量較高的題

目，Subjective Well-Being-short form 予以修飾並新編成一份短題本（含 15 題）的量表（余民寧、

陳柏霖、陳玉樺，2017），以作為本研究測量受試者主觀幸福感程度的依據。依受試者填寫反應

自身情況的程度，自「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不同程度的作答反應中，分別給與 1 至 4 分

不等的計分，分數愈高代表主觀幸福感傾向愈強。根據本研究教師樣本進行分析後，心理幸福感

（6 題）（如有些人會覺得生活沒有目標，但我不會。）、社會幸福感（5 題）（如我相信一般人是

善良的。）、情緒幸福感（4 題）（如我覺得自己的生活很豐盛。）等三個向度，其內部一致性信度

係數值分別為 .72、.70、.87，而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為 .84，此即顯示本短題本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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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觀幸福感及其三個子向度測量上，均與余民寧等人所編之長題本量表，具有相同的因素建構

和尚可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在未經任何模式修正下，除卡方值（即

1008.70，p < .01）因大樣本影響而達顯著外，其餘適配指標（RMSEA = .076、CFI = .90、NNFI = .88）

皆反應出模式具有適配水準。各單題變項與一階的因素間因素負荷量都在 .33 以上、.83 以下，二

階的因素負荷量則在 .65~ .91 之間，這意謂著在理論構念上，主觀幸福感的評估可以從三個向度

來判斷。 
（三）靈性幸福感量表 
靈性幸福感量表（Spiritual Well-Being Scale）係以 Fisher（1998，2010）所定義之靈性幸福感

內涵，並評閱國內外相關文獻後編譯成一份短題本（含 20 題）的量表。依受試者填寫反應自身情

況的程度，自「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不同程度的作答反應中，分別給與 1 至 4 分不等的

計分，分數愈高代表靈性幸福感傾向愈強。根據本研究教師樣本進行分析後，個人靈性幸福感（第

1-5 題）（如我會盡力扮演好人生中的各種角色。）、團體靈性幸福感（第 6-10 題）（如我會用愛來

包容各種情境與關係。）、環境靈性幸福感（第 11-15 題）（如我感受到一草一木都充滿了生命力。）

與超然靈性幸福感（第 16-20 題）（如我相信藉著信仰的力量能幫助心靈的成長。）等四個向度，

其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Cronbach’s alpha）分別為 .79、.78、.78、.92，而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信度係數值為 .91，此即顯示本量表在靈性幸福感及其四個子向度測量上，均具有相當不錯的內部

一致性。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在未經任何模式修正下，除卡方值（即 1778.08，p < .01）因大樣

本影響而達顯著外，其餘適配指標（RMSEA = .08、CFI = .90、NNFI = .88）皆反應出模式具有適

配水準。各單題變項與一階的因素間因素負荷量都在 .56 以上、.85 以下，二階的因素負荷量則

在 .54~ .88 之間，這意謂著在理論構念上，靈性幸福感的評估可以從四個向度來判斷。 
（四）圓滿幸福量表 
圓滿幸福量表（Flourishing Scale）其組成內容分別是參考現有的國外文獻加以編譯而成，以

歐洲社會調查機構（European Social Survey）所定義之圓滿幸福的特徵與指標為主（Huppert & So, 
2013）。依受試者填寫反應自身情況的程度，自「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不同程度的作答反

應中，分別給與 1 至 4 分不等的計分，分數愈高代表圓滿幸福傾向愈強。根據本研究教師樣本進

行分析後，正向機能（第 1-5 題）（如我的內心處於平靜祥和的狀態。）、正向情緒（第 6-10 題）

（如在我的生命中，有人真心關懷我。）等兩個向度，其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Cronbach’s alpha）

分別為 .64、.66，而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為 .78，此即顯示本量表在圓滿幸福及其二個

子向度測量上，尚具有相當不錯的一致性。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在未經任何模式修正下，除卡

方值（即 1778.08，p < .01）因大樣本影響而達顯著外，其餘適配指標（RMSEA = .09、CFI = .94、

NNFI = .91）皆反應出模式具有適配水準。各單題變項與一階的因素間因素負荷量都在 .64 以上、.86
以下這意謂著在理論構念上，圓滿幸福的評估可以從二個向度來判斷。 

（五）臺灣憂鬱情緒量表 
臺灣憂鬱情緒量表（Taiwan Depression Scale, TDS）係採用余民寧及其團隊（余民寧、黃馨瑩、

劉育如，2011；余民寧、劉育如、李仁豪，2008）所編製的本土化量表，以作為本研究測量受試

者心理疾病程度的依據。該量表內容區分為認知（第 1-6 題）、情緒（第 7-12 題）、身體（第 13-18
題）、與人際關係（第 19-22 題）等四個向度，係依據全人照顧（身、心、靈）醫治取向的觀點所

編製而成。依受試者填寫反應自身情況的程度，自「從不如此」至「總是如此」不同程度的作答

反應中，分別給與 0 至 3 分不等的計分，分數愈高代表憂鬱傾向愈嚴重。上述四個向度之內部一

致性信度係數值分別是 .78、.82、.82 與 .82，而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值則為 .93，此即

顯示本量表在憂鬱及其四個子向度測量上，均具有相當不錯的一致性。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在

未經任何模式修正下，除卡方值（即 1407.48，p < .01）因大樣本影響而達顯著外，其餘適配指標

（RMSEA = .07、CFI = .98、NFI = .97）皆反應出模式具有適配水準。各單題變項與一階的因素間

因素負荷量都在 .49 以上、.79 以下，二階的因素負荷量則在 .74~ .96 之間，這意謂著在理論構念

上，憂鬱量表的評估可以從四個向度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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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究實施過程與資料分析 

（一）評量問卷的實施 
為增加有效樣本數與作答的有效性，本研究二波的調查，提供受試者兩種不同的填答方式，

主要是在量表的呈現方式上分成兩種版本：一為書面版，是以傳統紙筆式作答填寫的方式，將該

量表直接郵寄到被抽取之樣本的學校後，再轉之填答後寄回；另一則為網路版，其內容與書面版

完全相同，但放在網路伺服器上，但以寄發書面邀請函方式，寄到學校給被抽取之樣本，以邀請

其上網來填答。這兩種版本是同時呈現給受試者，受試者得依其自由意志與便利性進行問卷的填

寫，以期能夠提高填答的回收率。本研究施測程序已經行為與社會科學研究倫理委員會的審查通

過。 
（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首先根據文獻探討結果，確定研究架構變項與方向，繼而針對所抽樣的樣本，進行「主

觀幸福感量表」、「靈性幸福感量表」、「圓滿幸福量表」與「臺灣憂鬱情緒量表」等工具的施測，

並將所得資料以 SPSS for Windows 21 版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運用交叉分析表（cross contingency table），分類出不同類型的心理

健康狀態後，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幽谷型」與「顛峰型」教師兩組間差異情形。接著，採用

AMOS 21 版軟體進行進階的統計分析，包括：以結構方程式模型來檢驗各測量工具之組合信度與

平均變異抽取量、路徑模式檢驗各個潛在變數之間的理論關係、調節迴歸分析檢測調節效果，以

及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檢定中介效果。此外，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進行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參數估計，並參考 Byrne（1994）、Hu 與 Bentler（1999）建議，以

GFI、CFI、NFI（以上指標需大於 .90）及 RMSEA、SRMR（需小於 .08）等五項指標，做為模型

適配度之判準依據。 

研究結果 

一、不同類型的心理健康狀態分佈 

本研究根據九種不同類型的心理健康狀態分類，在心理健康方面（即以主觀幸福感為代表），

其總分的第一四分位數（Q1，即 41 分），及第三四分位數（Q3，即 48 分），作為決斷點，將受試

者分為三組（即低於 41 分者為低分組，高於 48 分者為高分組，介於 41 分和 48 分之間者為中分

組）。 
在心理疾病方面（即以憂鬱情緒為代表），依據余民寧等人（2008）之研究，本研究以輕微（低

度）憂鬱為 21 分，高度憂鬱傾緒為 37 分，作為決斷點，將受試者分為三組（即低於 21 分者為低

分組，高於 37 分者為高分組，介於 21 分和 37 分之間者為中分組）。 
再根據上述兩類量表得分各自分成的三組，交叉區分為九種不同的心理健康狀態類型，以作

為本研究九種不同類型的心理健康狀態分佈情形。 
大多數的教師憂鬱是偏低的，約占 72.3%，具高度憂鬱傾向的教師僅 2.6%；而就幸福感程度

來說，大多數的教師其幸福感是屬中度的，約占 51%，屬低度幸福感者約占 25.3%，而屬高度幸

福感者約占 23.9%。結合憂鬱與幸福感兩種分類，「低幸福高憂鬱（混亂型）」者有 54 人（2.3%）、

「高幸福高憂鬱（掙扎型）」者有 1 人（.1%）、「低幸福低憂鬱（幽谷型）」者有 236 人（9.8%）、「高

幸福低憂鬱（巔峰型）」者有 520 人（21.7%）；除此之外，「中幸福高憂鬱（徬徨型）」者有 5 人（.2%）、

「低幸福中憂鬱（愁善型）」者有 316 人（13.2%）、「中幸福中憂鬱（大眾型）」者有 240 人（10%）、

「高幸福中憂鬱（奮戰型）」者有 50 人（2.1%）、及「中幸福低憂鬱（滿足型）」者有 978 人（40.8%）

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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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與過往探討教師全面心理健康狀態分布的結果（余民寧，2015）大約一致，過去

研究結果屬於高幸福低憂鬱（巔峰型）的教師，約僅占四分之一不到（24.4%）的中小學教師人口

數（本研究為 21.7%）。若與陳柏霖與余民寧（2015）的全民心理健康狀態分布調查相比的話，全

民樣本中屬於心理比較不全面健康的類型狀態者（含「幽谷型」、「奮戰型」、「大眾型」、「愁善型」、

「掙扎型」、「徬徨型」、「錯亂型」等），占 45.6%的人口數，心理不全面健康的狀態與人數，均比

教師人數的現狀還嚴重、數量更多（本研究屬此類型教師約占 37.7%）。 
整體而言，本研究所發展的主觀幸福感（短題本）工具，可做為心理健康的分類依據，其分

類人數與長題本的主觀幸福感量表所分析結果一致。在教師這個職業裡，大多數的教師屬於「中

幸福低憂鬱」（滿足型）型態者居多，占 40.8%；其次，屬於「高幸福低憂鬱」（巔峰型）型態者，

約占四分之一不到（即 21.7%）；這兩者合占 62.5%的中小學教師人口數。由此可見，大多數教師

是較偏向心理健康類型的。雖然教學現場充滿壓力（可能引發負向情緒），但也從學生學習成長中

獲得回饋與肯定（可能引發正向情緒），各種不同狀況會引發各種不同情緒反應。但大體說來，還

是以正向情緒大於負向情緒的狀況居多，因此才會顯現「中幸福低憂鬱」到「高幸福低憂鬱」型

態居多的現象。 

表 2  教師心理健康狀態之分佈情況（N = 2,400） 
 心理健康（主觀幸福感）症狀 

低（得分＜ 41） 中（41 ≦得分＜ 48） 高（得分≧ 48） 
心 
理 
疾 
病 
︵ 
憂

鬱 
︶ 
症 
狀 

高 
（得分≧ 37） 

低幸福高憂鬱型 
（混亂型） 

54 人，占 2.3% 

中幸福高憂鬱型 
（徬徨型） 

5 人，占 .2% 

高幸福高憂鬱 
（掙扎型） 

1 人，占 .1% 

中 
（21 ≦得分＜ 37） 

低幸福中憂鬱型 
（愁善型） 

316 人，占 13.2% 

中幸福中憂鬱型 
（大眾型） 

240 人，占 10% 

高幸福中憂鬱型 
（奮戰型） 

50 人，占 2.1% 

低 
（得分＜ 21） 

低幸福低憂鬱型 
（幽谷型） 

236 人，占 9.8% 

中幸福低憂鬱型 
（滿足型） 

978 人，占 40.8% 

高幸福低憂鬱型 
（顛峰型） 

520 人，占 21.7% 

註：以巔峰型人數為例，520 人是二批樣本的合計，後續將以分批樣本進行差異分析 

二、巔峰型與幽谷型教師在靈性幸福感、圓滿幸福、知覺工作壓力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評閱上述歸納的文獻後，透過實徵資料分析來瞭解「巔峰型」教師與「幽谷型」教師，

在靈性幸福感及其因素、圓滿幸福及其因素、知覺工作壓力負荷之問題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存

在。 
巔峰型教師在「靈性幸福感」、「圓滿幸福」總量表得分上，高於幽谷型教師，具有顯著差異

存在（t 值介於 10.60~15.77 之間，p < .001），如表 3 所示。在「靈性幸福感」的四個層面，巔峰

型教師與幽谷型教師在「個人」、「團體」、「環境」、「超然」這四個層面得分上，具有顯著差異存

在（t 值介於 3.19~12.93 之間，p < .001）。個體透過靈性發展，個人藉由純粹靈性經驗為基礎，在

想法、感覺、與行為上，產生積極而正面的轉化，並時時展現出尊重、愛、人性、直覺、洞見、

勇氣等道德與靈性表現（Heaton, Schmidt-Wilk, & Travis, 2004）。擁有靈性幸福感的因子，若能在

日常生活中不斷使用，終因一次又一次的反思自我、改變自我，最後才能超越萬物的束縛，心靈

反而能更靈活、更健康。 
而在「圓滿幸福」的兩個層面上，巔峰型教師與幽谷型教師在「正向機能」與「正向情緒」

這二個層面得分上，皆具有顯著差異存在（t 值介於 14.10~14.78 之間，p < .001），且前者顯著地

高於後者。從過往文獻可知，正向情緒是個體面對情緒對象（人、事、物）時所呈現的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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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民，2010），人們藉由改變過去的看法、對未來產生希望以及經驗當下生活，將自己的情緒

導向積極面。因此，巔峰型教師可展現出高度的快樂和滿足感，並且具有高度的情緒活力和積極

的心理與社會運作機能。 
本研究發現，巔峰型教師所知覺的靈性幸福感與圓滿幸福皆顯著高於幽谷型教師。教師可藉

由個人靈性（指的是個人生命的意義及目的，在生活中的喜悅，而提供實現自我的內在驅力）、團

體靈性（指的是能真誠的對待任何的對象）、或環境靈性（指的是與環境的和諧性）的提升，甚至

透過正向機能與正向情緒的獲得，進而擁有巔峰型的心理健康狀態。 

表 3  巔峰型教師與幽谷型教師在靈性幸福感及圓滿幸福之差異比較（第一批參與者） 
變項 t 95% CI 

 類型 N M SD LL UL 
靈性幸福感 巔峰型 293 66.52 7.69 10.60*** 10.04 6.88 

幽谷型 130 58.06 7.52 
個人 巔峰型 293 17.55 1.93 12.93*** 03.20 2.35 

幽谷型 130 14.78 2.08 
團體 巔峰型 293 17.35 1.89 11.72*** 02.62 1.87 

幽谷型 130 15.11 1.79 
環境 巔峰型 293 16.67 2.51 09.31*** 02.81 1.83 

幽谷型 130 14.35 2.29 
超然 巔峰型 293 14.95 3.51 03.19*** 01.81 0.43 

幽谷型 130 13.83 2.87 
圓滿幸福 巔峰型 293 35.52 3.47 15.77*** 06.57 5.11 

幽谷型 130 29.68 3.53 
正向機能 巔峰型 293 17.78 1.95 14.78*** 03.24 2.47 

幽谷型 130 14.92 1.78 
正向情緒 巔峰型 293 22.74 1.91 14.10*** 03.40 2.57 

幽谷型 130 19.76 2.05 

n = 423 
***p < .001. 

 
至於，壓力負荷來源與憂鬱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關係；教師在「自覺工作壓力負荷」所感受

到的壓力最大（余民寧、陳柏霖、許嘉家，2010；Hammen & DeMayo, 1982; Kyriacou, 2001; Hung, 
et al., 2016）。為此，為瞭解如何降低「幽谷型」教師工作壓力負荷，可做為邁向「巔峰型」教師

心理健康狀態之保護因子。幽谷型教師在「學生問題的壓力」、「家長問題的壓力」、及「同（人）

事問題的壓力」的平均得分高於巔峰型教師，具有顯著差異存在（t 值介於 4.14~4.47 之間，p 
< .001），且前者顯著高於後者，如表 4 所示。也就是說，「幽谷型」教師的不同工作壓力負荷來源

比「巔峰型」教師來得較不勝任，可能有工作壓力負荷。教師工作壓力源可能來自於負面的環境

因子、角色衝突、與同事人際關係及學生的態度行為等問題，而引發生活或健康上的變化（Emma 
& Sarah, 2006），教師的高工作壓力與憂鬱症狀有關（Jurado, et al., 2005），因而造成教師產生工作

心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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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巔峰型教師與幽谷型教師在工作壓力來源之差異比較（第二批參與者） 
變項 t 95% CI 

 類型 N M SD LL UL 
學生問題的壓力 幽谷型 106 .95 .709 4.40*** .52 .20 

巔峰型 227 .59 .654 
家長問題的壓力 幽谷型 106 .85 .659 4.47*** .49 .19 

巔峰型 227 .51 .647 
同（人）事問題的壓力 幽谷型 106 .64 .665 4.14*** .45 .16 

巔峰型 227 .34 .598 

n = 333 
*** p < .001.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中小教師多數屬於「滿足型」的心理健康狀態，這個類型的教師，具有

存在的意義及目前沒有心理疾病等症狀，但偶有壓力負荷的感覺，若持有自我調節能力，將扮演

好經師與人師的角色。 
而對於「幽谷型」的教師，也就是低度的心理疾病與低心理健康，如同 Keyes（2003a）解釋

是一種不完全心理健康的狀態，固然少有疾病的跡象，但在心理健康的跡象亦差不多。如何協助

這群教師從幽谷邁向巔峰，從本研究結果可知，靈性幸福感的四個層面（個人、團體、環境、及

超然）與圓滿幸福的二個層面（正向機能、正向情緒）不僅可以緩衝因為超時工作所帶來的壓力

負荷，甚至可以有效降低憂鬱傾向。也就是具有高度主觀幸福感的教師，通常其憂鬱程度很低；

反之教師一旦處於低主觀幸福感狀態時，即無法透過主觀幸福感來有效降低（或克服）憂鬱的負

向影響，他們很可能即暴露在面對與日俱增的工作壓力下，加劇其疲勞倦怠程度或身心不健康的

程度（余民寧，2015）。 
因此，若能降低「幽谷型」教師的工作壓力來源（學生問題、家長問題、同（人）事問題），

可做為邁向「巔峰型」教師心理健康狀態之保護因子。也就是一位「巔峰型」教師的樣貌，除了

具有高度的主觀幸福感，以及沒有心理疾病等症狀，亦即具有完全心理健康狀態外，「靈性幸福感」

與「圓滿幸福」及「低度的工作壓力來源」，支持發展巔峰以上生活的樣貌，尋求心理健康之道。 

三、巔峰型教師靈性幸福感在圓滿幸福與憂鬱間扮演調節角色 

本研究首先在步驟一以圓滿幸福、靈性幸福感的主效果可以解釋對憂鬱變異中的 4%的變異量

（F（3,289）= 6.20，p < .01），在控制主效果後，圓滿幸福×靈性幸福感的交互作用對憂鬱有顯著

的解釋力（β = -.26，p < .05），如表 5 所示。接著，研究者分別針對圓滿幸福之正向情緒與正向機

能與靈性幸福感的交互作用進行分析，從表 6 可知，正向情緒×靈性幸福感的交互作用對憂鬱並未

有顯著的解釋力（β = -.18，p > .05）；但從表 7 可知，正向機能×靈性幸福感的交互作用對憂鬱有

顯著的解釋力（β = -.26，p < .05）。綜合上述，圓滿幸福×靈性幸福感的交互作用對憂鬱達到顯著，

主要來自正向機能×靈性幸福感。快樂並非生活最佳經驗的全部，獨立自主、環境掌控、生活目標、

自我接納、個人成長等，都是重要的積極心理機能，與個人幸福感具有關聯（Ryff & Keyes, 1995）。

以本研究幽谷型與巔峰型教師而言，想要達到圓滿幸福的狀態，除了有正向機能，還要不斷提升

自己的精神層次，從中追求最上階的靈性安適，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與美德（余民寧、陳柏霖，

2014），當人們學會超越客觀幸福與主觀幸福層次，追求心靈上的「內在平靜」，以獲致「生命圓

滿」的境界時，個體的靈性才能真正成長（余民寧，2015；Gomeza & Fisher, 2003; Seaward, 1991, 2001; 
Walsh, 1999; Young, 1993）。 

靈性可以調節、緩衝壓力事件中的憂鬱和焦慮（張清源，2013；Graham, Furr, Flowers, & Burke, 
2001; Young et al., 2000）。靈性具有促進心理健康的益處（Lee, 2014），個體在知覺壓力愈大時，靈

性健康對憂鬱的緩衝效果愈好（黃惠貞、姜逸群，2005）。不過，圓滿幸福×靈性幸福感的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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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對憂鬱只有 6%的預測力，研究者推論可能圓滿幸福的測量工具無法完全測得教師的真實狀態，

仍有待未來持續修正工具。 

表 5  靈性幸福感對圓滿幸福與憂鬱之調節效果分析（n = 293） 
步驟 預測因子 β R R² ΔR² F df 
步驟 1 圓滿幸福 -.15* .20  

 
.04** .04 6.20** 3,289 

靈性幸福感 -.08* 
步驟 2 圓滿幸福 -.08* .24  .06** .02 5.41**  

靈性幸福感 -.10* 

A*B -.26*
A*B：圓滿幸福×靈性幸福感。 
**p < .01. *p < .05. 

表 6  靈性幸福感對圓滿幸福之正向情緒與憂鬱之調節效果分析（n = 293） 
步驟 預測因子 β R R² ΔR² F df 
步驟 1 正向情緒 -.15 .20  

 
.04** .04 6.18** 3,289 

靈性幸福感 -.09 
步驟 2 正向情緒 -.09 .22  

 
.05** .01 5.06**  

靈性幸福感 -.03 

A*B -.18
A*B：正向情緒×靈性幸福感。 
**p < .01. *p < .05. 

表 7  靈性幸福感對圓滿幸福之正向機能與憂鬱之調節效果分析（N = 293） 
步驟 預測因子 β R R² ΔR² F df 
步驟 1 正向機能 -.11** .18  

 
.03** .03 5.05** 3,289 

靈性幸福感 -.10** 
步驟 2 正向機能 -.04** .23  

 
.05** .02 6.18**  

靈性幸福感 -.07** 

A*B -.26**
A*B：正向機能×靈性幸福感。 
**p < .01. *p < .05. 

四、巔峰型教師知覺工作壓力負荷在主觀幸福感與憂鬱之中介角色 

幽谷型與巔峰型教師在壓力、主觀幸福感與憂鬱各因素的得分情形，如表 8 所示。本研究各

觀察變項偏態絕對值在 0.05~1.40 之間，峰度的絕對值在 .05~1.41 之間，所有觀察變項的偏態與峰

度的數直接符合其要求，大致符合常態分配，符合 Kline（1998）對於極端偏態與峰度的範圍，以

做為後續模式之分析。 
接續，本測量模式檢驗結果顯示適配程度良好（χ2 = 72.23、df = 32、GFI = .96、CFI = .96、NFI 

= .93、RMSEA = .059、SRMR = .046），相關變項數值如表 9 至表 11 所示，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

於 .40~ .86，且皆達顯著水準（p < .001）。各個潛在變數之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43~ .57，組合信

度介於 .69~ .80，皆符合各研究者建議之標準（余民寧，2006；Fornell & Larcker, 1981; 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10），顯示本研究整體問卷題目的測量品質良好，潛在變項彼此間顯著相關，

測量指標有良好的聚斂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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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知覺工作壓力、主觀幸福感與憂鬱之描述統計分析表（n = 357） 
觀察變項 M SD 偏態 峰度 

知覺的工作壓力來源 
學生問題 0.69 0.66 -0.55 -0.17 
家長問題 0.59 0.66 -0.81 -0.05 
同（人）事問題 0.41 0.63 -1.40 -1.41 

主觀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 3.21 0.47 -0.50 -0.46 
社會幸福感 3.32 0.43 -0.54 -0.37 
情緒幸福感 3.13 0.60 -0.36 -0.47 

憂鬱傾向 
認知 0.25 0.24 -0.85 -0.24 
情緒 0.67 0.33 -0.24 -0.51 
身體 0.63 0.38 -0.05 -0.63 
人際 0.46 0.43 -0.58 -0.75 

表 9  知覺工作壓力、主觀幸福感與憂鬱之相關係數矩陣（n = 357） 
變項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學生問題 -          
2. 家長問題 -.61 -         
3. 同事問題 -.27 -.32 -        
4. 心理幸福 -.25 -.24 -.20 -       
5. 社會幸福 -.15 -.17 -.20 -.56 -      
6. 情緒幸福 -.28 -.23 -.21 -.55 -.44 -     
7. 認知 -.27 -.24 -.24 -.49 -.40 -.48 -    
8. 情緒 -.36 -.31 -.26 -.42 -.32 -.47 .71 -   
9. 身體 -.29 -.28 -.25 -.36 -.29 -.42 .56 .70 -  
10. 人際 -.21 -.20 -.25 -.38 -.34 -.44 .55 .53 .56 - 

註：所有相關係數皆達顯著。 
p < .001. 

表 10  測量模式中各項參數的標準化估計值 
潛在因素 

與測量變項 
標準化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t 值 平均變異抽取量 組合信度 

知覺工作壓力 .44 .69 
學生問題 .40 --- ---   
家長問題 .77 .34 6.14   
同事問題 .76 .33 6.16   

主觀幸福感    .57 .80 
心理幸福感 .86 --- ---   
社會幸福感 .69 .05 12.29   
情緒幸福感 .71 .06 12.56   

憂鬱傾向    .43 .74 
認知 .71 --- ---   
情緒 .80 .14 11.33   
身體 .60 .14 9.61   
人際 .46 .10 7.55   

註：所有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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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測量模式的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 
潛在變項 1 2 3 
1. 工作壓力 ---   
2. 主觀幸福感 -.39*** ---  
3. 憂鬱 -.35*** -.58*** 1.00 

***p < .001. 
 
最後，以工作壓力為自變項，對中介變項主觀幸福感與潛在效標變項憂鬱傾向，檢定該結構

模型，顯示具有良好的模式適配度：χ2 = 72.234，df = 32，GFI = .96，CFI = .96，TLI = .94，NFI = .93，

RMSEA = .059，SRMR = .046，如圖 2 所示。進一步以拔靴法（bootstrapping）檢定該模式之中介

效果，工作壓力對憂鬱的總效果信賴區間範圍並未包括 0，表示總效果顯著存在；間接效果信賴區

間範圍未包括 0，表示間接效果顯著存在；直接效果信賴區間範圍未包括 0，表示直接效果顯著存

在，如表 12 所示，符合 Shrout 和 Bolger（2002）的建議，主觀幸福感為主要關係的部分中介機制，

換言之，工作壓力能直接影響憂鬱傾向，而透過主觀幸福感能有效降低憂鬱傾向。 
綜合上述，主觀幸福感（正向的自我生活中情緒狀態的覺知與評估）即是個體內在心理運作

的重要評估機制之一（Diener & Lucas, 1999）。主觀幸福感能夠間接有效地降低憂鬱傾向的程度或

避免憂鬱情緒的產生；而工作壓力負荷感受對於憂鬱傾向或憂鬱情緒的產生，亦可透過主觀幸福

感的提升而有效降低（余民寧、許嘉家等人，2010；余民寧、鐘珮純等人，2011；余民寧等人，

2012a；Hung et al., 2016; Sin & Lyubomirsky, 2009; Snyder & Lopez, 2007）。本研究結果顯示，為了

能夠避免憂鬱情緒的產生或設法降低憂鬱傾向的程度，幽谷型教師們必須要擁有對自我生活的正

向評價與快樂感受；亦即，具有良好的主觀幸福感。 

表 12  結構模式中介效果分析 

變數 點估計 

係數相乘積 
Product of 

Coefficients

Bootstrapping 
Bias-Corrected 

95% CI 
Percentile 
95% CI 

SE Z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總效果        

工作壓力→憂鬱 .346 .069 5.01 .235 .462 .207 .481 
間接效果        

工作壓力→憂鬱 .201 .043 4.67 .140 .283 .125 .290 
直接效果        

工作壓力→憂鬱 .145 .070 2.07 .030 .261 .008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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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工作壓力、主觀幸福感及憂鬱情緒之結構模式 

本研究旨在探討巔峰型教師的樣貌，從研究結果可知，顛峰型教師占 21.7%（520 人），而幽

谷型教師占 9.8%（236 人）。雖然有 40.8%的教師屬於滿足型，但本研究關切如何協助幽谷型教師

邁向巔峰型的狀態，促進自身良好的心理素質上，才算是屬於全面心理健康的教師。 
從分析上得知，巔峰型教師在靈性幸福感（及其因素）與圓滿幸福（及其因素）的感受上高

於幽谷型教師，在知覺的工作壓力來源低於幽谷型教師；巔峰型教師的靈性幸福感在「圓滿幸福」

「正向機能」對「憂鬱傾向」具正向調節作用；巔峰型教師的主觀幸福感在知覺工作壓力來源在

與憂鬱間扮演部分中介機制。也就是說，「顛峰型」教師擁有較高的靈性幸福感與圓滿幸福、並且

在知覺不同工作壓力負荷感受較低、靈性幸福感扮演調節機制、主觀幸福感扮演中介機制，可做

為高壓力負荷的「幽谷型」教師提升到再創高峰的「巔峰型」教師的工作效能與態度。 
上述結果對教育的隱含意義，長期以來教師心理健康的議題受到關注（余民寧、陳柏霖，2012；

李新民、陳密桃，2006；李新民等人，2007；陳密桃、李新民，2007），教師是文化教育之至尊，

除了是職業亦是志業，面對下班後服務時間的增加，親師或師生衝突的事件日益頻繁，負面的環

境因子、角色衝突、與同事人際關係及學生的態度行為等問題，皆會造成教師的工作壓力負荷（余

民寧、陳柏霖等人，2010；黃寶園，2015；Hung et al., 2016），因而降低工作滿意度（Katz, 2015），

提高職業倦怠（黃寶園，2009），甚至是有情緒耗弱的現象（Brouwers & Tomic, 2000），為了避免

這種失功能的耗弱，個體在知覺壓力愈大時，靈性健康對憂鬱的緩衝效果愈好（黃惠貞、姜逸群，

2005）；而促進主觀幸福感，可以降低人們憂鬱傾向，個體所知覺到的心理感受是豐厚的，其中情

緒幸福感是主觀幸福感測量上，最具有解釋力的因素（陳柏霖等人，2014；Syu, Yu, Chen, & Chung, 
2013）。主觀幸福感是個人重要的內在心理能量之一，對個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響（Sin & 
Lyubomirsky, 2009; Snyder & Lopez, 2007）。 

「 教 師 」 這 群 專 業 人 士 ， 算 是 特 別 容 易 在 工 作 中 承 受 高 度 壓 力 者 （ Kovess-Masféty, 
Sevilla-Dedieu, Rios-Seidel, Nerrière, & Chan, 2006）。教師若維持在巔峰型的心理健康狀態，除了減

緩幽谷型教師的不同工作壓力來源外，可以增加圓滿幸福、靈性幸福感及主觀幸福感做為幽谷型

教師邁向巔峰型的美好生活之心理資源。面對高度的工作壓力，此時會有負向情緒出現，培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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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運用正向心理學課題融入各項教學內容，開發自我潛能，發展正向情緒，遠離負向情緒，保持

正向思考，必能成為一位巔峰型教師（韓佩凌、陳柏霖，2017）。過往文獻證實，正向心理學的介

入方案（如正念冥想、細數福份、尋找快樂等）是有效果的（余民寧，2015）。教師是課室環境建

構正向循環力量的關鍵，唯有教師擁有最佳安適的身心狀態，幫助教師在工作上有更高的產能，

才能教育出全人身心健康的學生。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志業，因為有學童而具有教育，學校也因為有學生而存在。現代教師如何

扮演好經師與人師的角色，並達到心理健康的狀態，有賴於個人、社會團體、自然環境多方面處

於良好的適應狀態，採取面對壓力的因應策略（陳瑋婷，2011；Zedan, 2012），重要他人給予的社

會支持，可提升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因而減緩壓力感受（Cutrona & Troutman, 1986），透過多元的

體驗與感受，追尋幸福感的真諦，並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洪流中把握人生幸福。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賡續過去心理健康分類的型態，經由九型心理健康狀態的分類，中小學教師屬於滿足

型的心理健康狀態者有 978 人，占 40.8%，其次為巔峰型者有 520 人，占 21.7%，至於幽谷型者有

236 人，占 9.8%，研究結果與過往調查一致，中小學教師多半屬於滿足型的狀態。 
接著，本研究針對巔峰型教師在靈性幸福感（及其因素）與圓滿幸福（及其因素）的感受上，

其平均得分皆顯著高於幽谷型教師，擁有較為優良的心理健康狀態和特質；與「幽谷型」教師相

比，「巔峰型」教師具有自我降低工作壓力的來源（如學生問題、家長問題、同（人）事問題）。

由此可見，靈性幸福感、圓滿幸福、降低工作壓力來源等變項，均可做為維持巔峰型狀態的保護

因子。 
此外，巔峰型教師的靈性幸福感在圓滿幸福對憂鬱傾向的影響之間，扮演者調節的角色，然

僅有 6%的預測力。 
至於，幽谷型與巔峰型教師的工作壓力能直接影響憂鬱傾向，而透過主觀幸福感能有效降低

憂鬱傾向，因此主觀幸福感在教師所知覺的工作壓力來源與憂鬱之間扮演中介機制。 

二、建議 

（一）強化教師的心理素質以助益從幽谷型到巔峰型的心理健康狀態 
本研究發現，巔峰型教師比幽谷型教師具有低度的工作壓力來源，也具有較高的圓滿幸福與

靈性幸福感的狀態，因而顯現出較高的心理健康狀態。幽谷型與巔峰型教師的靈性幸福感在圓滿

幸福與憂鬱間扮演調節角色，而主觀幸福感在知覺工作壓力來源與憂鬱間扮演中介角色。由此現

象可知，如何促使教師從幽谷邁向巔峰之路，以強化教師的正向情緒並擺脫負向情緒的糾葛，進

而提升心理資源的能量，以達全面的心理健康狀態，可能是教育當局與教學現場應該共同關注的

焦點。 
（二）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在圓滿幸福量表所顯現的測量模型，仍具有持續改善的空間，有一些測量指標的因素負

荷量數值稍微偏低，顯示仍有相當大的觀察題項變異來自誤差變異，未來研究尚可再針對圓滿幸

福的意涵再釐清，以利更能測得教師在圓滿幸福的狀態。 
其次本研究發現，正向心理學觀點的心理健康狀態類型，能對各種可能的心理健康類型有更

精細的瞭解與描繪。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朝兩個方向進行：（1）繼續針對教師這類群體，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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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貫性追蹤調查；（2）更進一步針對教師如何從「幽谷型」邁向「巔峰型」的心理健康狀態，進

行介入方案的操弄，透過實驗研究的設計，掌握有效促進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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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ly, the concept of health was viewed as not sick or no-illness and the mental health was conceptualized as absence 

of mental illnes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eachers' mental health. The purpose of this current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teachers with the type of flourishing mental heal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lourishing, perceived work 

stress, spiritual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This i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used the data randomly sampled from the 

elementary to senior-high-school teachers of whole Taiwan. A total random sample of 2,400 teacher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y were asked to fill up four scales anonymously: Subjective Well-Being-short form (SWB-SF), Spiritual 

Well-Being Scale (SPIRTWBS), Flourishing Scale (FS), and Taiwan Depression Scale (TDS). Data analysis included the 

t-test, CFA, and SEM. Results show that 1) Most teachers did not exhibit mental illness symptoms, however, 9.8% of the 

teacher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languishing mental health status; 2) There was 2.3% of teachers’ (54) in a floundering state, 

0.2% of teachers’ (5) in a hovering state, 0.1% of teachers’ (1) in a struggling state, 13.2% of teachers’ (316) in sentimental 

state, 10% of teachers’ (240) in popular state, 2.1% of teachers’ (50) in a striving state, 9.8% of teachers’ (236) in 

languishing state, 40.8% of teachers’ (978) in a contented state, 21.7% of teachers’ (520) in flourishing state; 3) The 

flourishing teacher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n the whole spiritual well-being, flourishing, lower work stress than 

those of the languishing teachers; 4) “Spiritual well-being” play moderating effect for “flourishing “to “depression”. 5) 

“Subjective well-being” play mediation role for “perceived work stress “to “depression”. On the whole, the flourishing 

teachers have better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raits than other types of teachers. Finally, according to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the specific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es and restrictions. 

KEY WORDS: Flourishing, Perceived work stress, Spiritual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flourishing teachers 

 


